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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classical experiments in game theory, the ultimatum gam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tudying the issue of human fairness and explaining whether it is inherent or 

acquired.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e primates which closest to human beings are not always making 

a fair choice. Experiments on human children show that the sense of equity increases with 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evolution, the sense of human fairness tends to be enhanced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evolution. Recently,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neuroeconomic which proves the 

sense of human fairness owns its physiological basis. The review and the study of human fairness 

will not only help to further explore the theory of decision making, but also benefit the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fairness. 

 

 

人类公平感是天生的，还是后天习得的？ 

——来自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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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最后通牒博弈作为行为博弈的经典范式之一，是研究人类公平感问题的重要模型。

通过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可以帮助解释人类的公平感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习得的这一命题。

实验表明，与人类最为接近的灵长类动物作出公平选择的结果并不稳健。针对人类儿童的实

验则表明，未成年儿童的公平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从社会演化视角看，人类的公平

感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不断增强，即工业社会人类的公平感强于非工业社会。最近的研究则

聚焦在公平感的神经经济学解释，实验证明人类的公平感是有生理基础的。回顾和研究人类

的公平感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探究决策理论，还有益于公平理论的实践与应用。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CHSSR 2018)

Copyright © 2018,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under the CC BY-NC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213

81



1．引言 

社会公平从古至今都是人类追求的崇高社会理想。中国古语有云“有国有家者, 不患寡而

患不均”，“治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这无不体现出公平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公平感

决定着个体对社会的信任，个体对社会公平的感知又影响其对公共事物的合作和参与。[1]最

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UG）是实验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模型，通过回顾三十多年来

相关文献，不难发现人类在生命演化和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开始具备公平感，而与之相伴的人

类的行为也趋向于追求公平而非完全利己。 

首次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由德国经济学家Güth，Schmittberger & Schwarze[2]于1982年进行，

参与人员分为提议者（Proposer）与响应者（Responder）。实验内容为双方分享一笔钱——

提议者给出分配方案，响应者选择接受或者拒绝。若响应者接受，则双方达成一致，这笔钱

按提议者的分配方案来分享；若响应者拒绝，则双方都一无所有。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设，

提议者理应分出一个特别小的份额，而响应者也会接受，因为接受总好过一无所有。所有的

分出额都应视为一种均衡结果。 

首次实验结果发现，提议者平均分出初始禀赋的40%到50%，并且这一分配方案总是被

接受；而低于30%的分出额几乎都被拒绝了。这与“理性经济人”假设相违背。响应者不仅关

注自身的利益，更拿自身利益与提议者的相比较，尤其是当自己处于一种不公平的情形下，

会变得愤怒而产生拒绝行为。而提议者给出的这一分配方案可能受到响应者潜在拒绝行为的

影响，或者就是由自身公平感所驱使。所以对于提议者来说，公平分配或者分出40%是收益

最大化的决策。[3] 

尽管在最后通牒博弈中提议者有机会占有更多金钱，但他们通常分给对手接近一半的金

额；响应者虽然也能从不公平分配中获益，但他们宁可双方收入都是零也不愿意接受不公平。

这一行为与人类的公平感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大量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的结果表明人类具有公

平感，并且本质地证明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在任何情况下做出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决策。[4]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第三部分对灵长类动物和儿童进行了相关文献的回顾，发

现灵长类动物虽然表现出一定的公平感，但结果并不稳健；而与灵长类动物最接近的人类的

儿童却随着年龄的增长提升了公平意识；第四部分把研究目光从儿童转向成年人，发现人类

的公平感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改变。简而言之，处于原始社会或农业社会的成年人的公平

感要低于处于工业社会的成年人。这一发现可以用文化、价值观和市场化程度等因素进行解

释；第五部分结合神经经济学研究成果，通过前人在精神疾病中进行的病例研究，指出公平

感具有生理基础并展望其前沿应用。 

2．基于灵长类动物的实验 

利他主义，尤其是对陌生人的利他主义在进化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而灵长类动物中存在

着这样的利他主义。[5]与人类体质特征和社会行为相近的灵长类动物，特别是黑猩猩和猴子，

在进行公平问题选择的时候可以和人类形成有效的对比。 

为了研究公平感的早期起源，Brosnan et al.[6]于2003年选择卷尾猴进行实验。实验过程中

研究人员发现，如果卷尾猴看到同类付出了与自己相同的努力而获得了更高价值的回报，其

便拒绝参与游戏；一旦发现同类不需要付出努力就能获得奖励时，这种抵触情绪会被放大。

这从侧面说明灵长类动物对于公平有着自己的考量。黑猩猩是灵长类动物中最能表现亲社会

行为的动物之一，它们在日常生活中通常有巡逻领土、合作狩猎和分享食物等行为。[7-8]相隔

两年，Brosnan et al.[9]通过实验发现黑猩猩不仅仅关注奖励本身，也会与同类的奖励进行比较，

尤其是当同类得到比自己更好的东西的时候。类似实验都证明了灵长类动物会针对结果进行

比较，而非单纯的接受。Proctor et al.[10]发现黑猩猩在通过与伙伴互动进行公平分配还是利己

分配的实验中，选择与人类大体一致。即如果提议者认识到它正在与伙伴进行合作，那么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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猩猩选择公平分配。2010年，Massen et al.[11]针对长尾猴这一灵长类动物关于亲社会行为进行

了实验。实验表明处于高地位的长尾猴面对非亲缘群体表现出慷慨，而处于低地位的长尾猴

则更多的保留了对食物扣留的权利。因此在灵长类动物中也存在着社会地位对公平行为的影

响。灵长类动物在实验中展现出的与人类相似的关于公平分配的行为，证明了公平感在进化

上的可溯源性。 

动物公平感的现阶段研究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议。总体上看，现有的研究还不足以证明动

物与人类具有同样的公平意识这一结论。Bräuer et al.[12-13]将黑猩猩在实验过程中展现出的焦

虑解释为期望——期望自己获得同样的食物——而非对不公平的厌恶。Jensen et al.[14]通过实

验发现黑猩猩并不会给出公平分配，并且作为响应者黑猩猩也接受不公平分配。借此研究者

提出黑猩猩是理性最大化的并且不具备公平感。此外，Kaiser et al.[15]通过设计一个提议者可

以从响应者那里“窃取”食物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来研究灵长类动物对于公平的关注度。

研究发现提议者具有“窃取”行为，并且响应者不会拒绝任何一个非零的分出额。因此研究

者提出将“拒绝”视作对不公平的“惩罚”这样的观念可算作人类独有的一种特征，而灵长

类动物没有表现出现同样的反应。 

综上，大量针对灵长类动物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并没有明确证明其具有公平偏好。已经

进行的实验结论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 

3．基于儿童成长阶段的实验 

追溯人类的公平感，可以先考察儿童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其公平感的变化。年幼的孩子会

对苦恼的人展现同理心，学龄前儿童，甚至婴儿会试图回应他人的情感需求，例如安慰哭泣

的人。[16]同理心的存在表明孩子具有亲社会行为，而亲社会行为是公平感存在的前提条件。

因此，对儿童进行公平感测试是可行且有意义的。目前研究者选择的儿童被试年龄大部分在

18岁以下，借此探究公平行为的发展过程。[17] 

就国外研究来看，随着年龄的增长，作为提议者的未成年人会分给对手更多的钱，或者

提出更公平的分配方案；而作为回应者的未成年人也会更多的拒绝不公平分配。[18-19]早在1975

年，Damon[20]提出4岁的儿童在奖励分配的问题上就已具备公平观念。Harbaugh et al.[21]进行

了儿童的独裁者博弈实验1，结果表明提议者的分配方案随着年龄增长而趋向公平。同样在

Kogut[22]的实验中这一结论也得到了验证。该实验表明3到8岁的儿童选择公平分配的比例随着

年龄的增长而上升。其中5到8岁的儿童虽然已有公平概念，但他们未对自己的选择在情感上

有所反馈；而9到10岁的儿童在作出公平分配时表现出了对这一决策的满意，即随着年龄增长

儿童展现出了不公平厌恶这一偏好。不公平厌恶对人类合作的演进起到了关键作用[23]，而由

儿童展现出的这样一种偏好证明了公平行为是儿童道德发展的重要内容。 

尽管在奖励分配中儿童具有公平观念[24]，但是儿童的公平感是否与生俱来？ Castelli et 

al.[25]选择8至10岁的儿童进行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结果发现作为提议者，儿童在8至10岁已经

具备了公平准则的观念并且擅于利用这一准则——只有当发现信息不对称时才呈现一种自私

的偏好；而作为响应者，儿童展现出一种矛盾——拒绝在公平的决策过程中产生的不公平份

额。研究者将这一结果解释为儿童对公平结果的渴望超过了对公平决策过程的信任。除了证

明儿童对结果公平具有考量外，研究者也将重点放在儿童对公平的敏感性上。Wittig et al.[26]

选择了五岁的儿童进行实验来研究学龄前儿童的公平敏感性的本质。结果表明只有当知道提

议者本可以作出“均等”决策却没有那样做之后，响应者才有了拒绝的行为，而提议者却对此

并不知情。因此研究者提出学龄前儿童通常将公平与“均等”划等号，而“均等”的要求要远高

于公平。儿童对公平结果的强烈渴望和对公平标准的严格定义，可以算作儿童天生具有公平

意识的证据之一。 

                                                           
1独裁者博弈（Dictator Game，DG）是最后通牒博弈的一个变体实验，由Kahneman（1986）首次提出，在该实

验中响应者被剥夺了选择接受或者拒绝的权利，成为一个单纯的接受者（Recip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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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rer[4]提出礼仪在儿童实验中的作用更为重要。相关研究指出儿童公平行为可能来自

后天教育而非基因[21]，并将重点聚焦在孩子表现出利他行为的年龄阶段以及他们的家庭背景。

Benenson et al.[27]选择4岁、6岁和9岁的英国孩子进行独裁者博弈实验来研究利他行为，发现

即便是年龄最小的孩子也展现出了利他行为，而生活在更好的经济社会环境中的孩子与较差

经济社会环境中的孩子相比，他们表现出更加无私的品格。实验结果表明社会实践影响了儿

童的利他行为。Hoffmann & Tee[17]将平均年龄为12岁的青少年与成人组成混合年龄进行实验，

发现青少年提议者，尤其是来自亚洲的提议者给出公平方案的比例远超成年提议者，青少年

响应者的拒绝率也低于成年响应者。研究者将这一年龄效应归因于文化，认为亚洲青少年更

受到合作与和谐文化的熏陶。 

总体上看，未成年儿童的公平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所提升。这可能是由于受到教育

和道德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性，进而表现出公平的

倾向。相关研究证明了人类的公平感是不断演化进步的这一结论。 

4．基于不同社会环境的实验  

对公平感的研究发现，从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处于不同社会阶段的人对公

平的感知有着明显的差异，公平感也表现出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进化的特点。 

无论是身处工业社会或是非工业社会，不同国籍和种族的个体在决策时有着明显差异。
[3]Henrich et al.[28]横跨五大洲，选取了诸如坦桑尼亚的哈扎部落、玻利维亚的提斯曼原住民等

15个非工业社会进行了实验。实验结果表明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被试展现出了公平感，其

中来自奥和格瑙的响应者拒绝了不公平和超公平的分出额，来自阿乌的提议者则愿意分出一

半以上的奖金给对方。据对当地文化的研究，研究者提出当地人对太过慷慨或太过吝啬的馈

赠通常都会拒绝。这一发现证实了人的行为并不总是纯粹的自私自利，他们对于公平的理解

不仅有均等，更有“多劳多得”这一认知。在中国，Chen & Tang[29]针对宗教文化的影响程度对

藏族人与汉族人进行了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实验表明藏族人更愿意接受分出额并且他们的决

定与给定的禀赋大小无关。因为宗教信仰程度的不同，藏族人与汉族人的行为因为不同的文

化和价值观产生了明显差异。Oosterbeek et al.[30]将37份在不同文化下进行最后通牒博弈实验

的结果进行元分析，发现尽管被试的国籍种族不尽相同，但是提议者的平均分出额为40%，

并且响应者拒绝16%左右的分出额。这份对来自欧洲、亚洲和北美洲的元分析报告显示人类

具有稳健的公平感，世界各地的人大多很看重公平待遇。 

在社会演进的过程中，工业社会个体的公平感要强于原始社会或农业社会。Henrich[31]

在秘鲁对当地土著人进行实验，并与来自加州大学的人类学研究生进行对比。实验发现来自

马其根加部落的被试与来自工业社会的人的行为呈现出巨大差异。前者的平均分出额是26%

并且较低的分出额几乎全被接受了；而后者的平均分出额是48%并且较低的分出额都被拒绝

了。研究者认为部落的提议者似乎不认为自己具有义务进行平均分配，而响应者也并未期待

得到一个公平的份额。对于土著人来说，分出15%已经是一个公平的选择。相隔一年，Henrich 

et al.[28]基于原始部落的实验结果也与以往基于工业社会的实验结果截然不同。例如研究者指

出提斯曼原住民没有拒绝行为，但分出额在50%左右；马奇根加部落居民有1次拒绝行为，但

是75%的分出额低于初始禀赋的30%，其平均26%的分出额远低于西方工业社会的45%。由此

可见工业社会个体的公平感更胜一筹。 

市场化程度是社会演进过程中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相较于工业社会，农业社会或原始

社会的个体受市场影响程度较小，他们通常以家庭为活动单位进行生产、交换与分享。分享

是人类具有的利他行为之一，尤其是在猎人这一群体中存在着大量的食物分享行为和强烈的

平等主义思想。[32-33]Marlowe[34]选择了来自坦桑尼亚的猎人进行最后通牒博弈和独裁者博弈

实验。尽管猎人文化强调分享与公平，并且提议者有公平甚至超公平的分配方案，但其平均

分出额远低于工业社会的提议者。同样在Henrich et al.[28]的实验中，研究者也提出市场一体化

程度对公平观念有着巨大的影响，因为实验表明在一个习惯与熟人进行交易的社会中，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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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陌生人展现利他行为的动机也微乎其微。而在一个依赖市场的社会中则呈现出不同的结果。

1991年，Roth et al.[35]首次将文化作为影响人类决策的因素与最后通牒博弈相结合进行研究，

在以色列，日本，美国和南斯拉夫这四个工业化国家进行实验。实验结果显示各国提议者的

分出额都接近50%，其中日本提议者达到60%；而以色列人相较美国人更容易接受提议者的

分出额。研究者将各国实验者行为的差异归因于文化。尽管Marlowe[34]的实验没有证明猎人

有异常的公平感，但将不同社会形态下的个体进行对比，对于论证公平感的演变是有意义的。 

通过上述一系列关于社会环境的实验，不难发现非工业社会的实验者无论是分配金额或

是拒绝率都要显著低于工业社会。农业社会或原始社会的个体的表现更加“自利”，这暗示着

在进入工业文明后，人类的经济行为才开始偏离“理性人”假设。[36] 

5．基于大脑神经基础的实验 

近年来，随着脑成像技术的日趋成熟，研究者将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等技术应用于最后通

牒博弈实验中，来探测人类做出公平决策时活跃的脑区。经典的研究方法与神经影像学的结

合使研究者可以从神经角度对个体公平感问题有更本质的探索。 

  在最后通牒博弈中，提议者和响应者关于公平的神经基础各不相同。对于响应者，Sanfey 

et al.[37]使用fMRI进行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研究发现面对不公平提议时，响应者的双侧前脑岛、

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和前扣带皮层激活明显增强。其中与公平准则最密切的脑区是前脑岛和背

外侧前额叶皮层，分别与被试的情绪和认知有关。前者一般被认为反映了个体面对不公平待

遇时的负面情绪，激活程度较高时，被试拒绝不公平提议——即拒绝不公平提议时，前脑岛

的高度活跃显示了在决策时情绪的重要作用；而后者主要负责决策过程中的控制，激活程度

较高时，则作出对不公平提议的接受决策。而决策时情绪和认知产生的矛盾则激活了前扣带

皮层。对于提议者，Weiland et al.[38]的研究结果表明，实验中提议者提出公平分配方案时，

其颞上回、颞极、内侧前额叶皮层、内侧眶额皮层及纹状体等涉及心理理论与奖赏的核心脑

区的激活程度显著强于提出不公平分配方案时。这样一个跨学科的研究使得对公平的神经基

础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近年来研究者将最后通牒博弈应用于研究临床病例，对病人这一群体的公平感及其神经

基础进行探索，研究病患决策的特点，以改善个体的日常决策、合作及生活等方面。认知能

力影响着决策和战略思维，而认知功能障碍被认为是精神分裂症的一个基本特征[39]，并且精

神分裂者在决策时被认为大脑中的脑岛和背外侧前额叶皮层是受损害的。Agay et al.[40]选择了

患有精神分裂症状的被试进行了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并与健康组进行对照。实验前研究者推

测认知障碍和判断障碍会损害病人的讨价还价能力。实验结果发现作为提议者的病人并不能

完全利用自己的决策能力，他们对公平、不公平和过度公平有着错误的判断。作为提议者，

病人组作出的超公平份额与健康组的公平份额一样多；而对于分出不公平份额，病人组远少

于健康组。作为响应者，病人与健康组相差无几，而这也是研究者认为应该要进一步研究的

问题。实验的意义在于未来更好的评估患者的决策能力，继而开发新的治疗策略，使他们自

己能够维持日常生活。Vieira et al.[41]对精神病态者的决策行为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精神病

态低分组被试对不公平方案的接受率与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激活呈正相关，而高分组的接受

率则与腹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激活存在负相关。这意味着患病程度不同，被试决策行为也有着

不同的神经基础。因此继续探索精神病态患者适应良好及适应不良社会决策的神经基础是极

其重要的。[42] 

6．结语 

在这个不公平的世界里，短视的利己主义终会被公平所取代，这是公平的进化。[43]通过

以上对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及其变体、被试个体差别和对未来研究方向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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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公平感是进化的。其中灵长类动物也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公平行为，但目前研究尚未

证实这种行为是稳健的。关于选择动物作为实验被试进行人类公平感的进化论证应集中于实

验过程的设计与控制，例如未来的研究可以增加“盗窃”或更积极的拒绝方式等手段，以更

好地利用愤怒的作用来研究动物中是否存在不公平厌恶。关于儿童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显示

儿童的公平感随着年龄增长而上升，这一结论得到了大量实验数据的支持。在世界各地的成

人实验中，人类更加展现出人性中信任、合作、公平、互惠甚至利他的一面，这与社会人所

接受的教育、所生存的环境与所积累的人生经验不无关系。虽然各地文化不尽相同，但是大

量结果显示人类具有公平感，因此与信任博弈、公共物品博弈和囚徒困境等其他博弈实验相

比，最后通牒博弈因其稳健的结果从根本上质疑了“理性经济人”假设。[44]当然，这些实验

的目的不在于推翻传统经济学的观点。走出实验室之后，如何将实验结果付诸实践，提高人

类的合作水平，改善个体的生活质量，更好的为现实生活服务，将是未来研究者思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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